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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陳琛，字思獻，號紫峰，學者稱紫峰先生，福建晉江人。生於明憲宗成化十三年（1477），卒於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六十九。陳琛自小即有儒氣道風，自成節奏，舉止動作有如成人。初從學於李聰，後經李聰引薦於蔡清，得承閩學宗朱一脈。蔡清不僅稱賞其文章，也贊許其悟性極高，許多苦思而得，人所不解之處，陳琛都能深契道理，因此想結忘年之友，然而陳琛不敢踰越分際，堅持拜入門下，蔡清謙和尊禮從中可見，而陳琛天資聰穎，自學有成，亦可從中了解。陳琛雖然拜入蔡清門下，實則在師友之間，有意義的是後人對此的看法，似乎更強調閩學學脈宗傳意義，《泉州府志》本傳云：「自蔡文莊公以理學教人，由場屋之業，引而入聖人之道，……琛固辭，乃師事之」[footnoteRef:1]，場屋之業是手段，目的在於引入聖人之道，涵養君子志向，舉業既是士人無可閃躲的進路，然而回歸於自身，可以引而向上一途，成為閩學頗為重要特徵。讀書人從科舉當中成就自己，不是為了利祿，而是可以實現懷抱，士人爭逐於科舉，而超越於科舉，從而在義理辨析當中，對於四書義理的思考，反省政教制度，開展切己體證省察，也就成為明儒的關鍵工作。[footnoteRef:2]陳琛親炙蔡清，循此進行思考，極具指標作用，明儒李叔元於〈紫峰陳先生文集‧年譜‧原序〉云：「紫峰先生之學，蓋得於吾祖木齋公及蔡虛齋先生，而仰溯乎紫陽，是閩學正派也。」[footnoteRef:3]〈後序〉云：「閩理學濬發自蔡文莊，而紫峰先生翼之。」[footnoteRef:4]強調陳琛有助於確立閩學宗朱學風，重點即在撰成《四書淺說》，檢覈從學歷程，陳琛於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拜入蔡清門下，弘治十六年（1503）始撰《四書淺說》，武宗正德三年（1508）完成《四書淺說》，前後八年時間，同年十二月蔡清去世，陳琛哭之甚哀[footnoteRef:5]，《四書淺說》完成大抵與從學時間契合，既是從學蔡清心得，也是延續閩學宗風成果，更有致敬蔡清用意。其後於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成進士，世宗嘉靖元年（1522）疏乞歸養，居家二十餘年，起復皆不赴，嘉靖二十四年（1545）卒於家，行誼參見其子敦履、敦豫所編《陳紫峰先生年譜》。然而無可諱言，陳琛不慕榮利，隱居鄉里，事蹟不顯，自然也就少有關注，黃宗羲《明儒學案》僅附名於蔡清、張岳傳中，甚至言其「無與於學問之事者也」[footnoteRef:6]，明顯有貶抑之意，然而清人蔡世遠刊刻《四書淺說・原序》云： [1:  清・黃任、郭賡武纂、懷蔭布修：《乾隆泉州府志（二）》（《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第23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10月），卷42〈明列傳〉，頁345。]  [2:  陳逢源撰：〈明代四書學撰作形態的發展與轉折〉，《國文學報》第68期（2020年12月），頁79。]  [3:  明・李叔元撰：〈原序〉，見明‧陳琛撰：《紫峰陳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6月）集部冊73，〈年譜〉卷1，頁494。]  [4:  明・李叔元撰：〈後序〉，見明‧陳琛撰：《紫峰陳先生文集》集部冊73，〈年譜〉卷1，頁494。]  [5:  明‧陳敦履、陳敦豫編：《陳紫峰先生年譜》（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收入北京圖書館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44冊，頁355-363。]  [6:  清・黃宗羲撰：《明儒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年2月）卷46〈諸儒學案上四〉「司成蔡虛齋先生清」云：「有同邑陳琛，同安林希元，其釋經書，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猶無與於學問之事者也。」頁1097。卷52〈諸儒學案中六〉「襄惠張淨峰先生岳」云：「與陳琛、林希元閉戶讀書，出則徒步走市中，時稱『泉州三狂』。」頁1226。] 

閩自龜山先生載道南來，理學之盛，甲於宋代，沿及有明，風流未歇。正嘉之際，姚江以良知之學倡天下，龍谿、心齋流弊益甚，獨閩之學者，卓然不為所惑，同時若虛齋蔡氏、次崖林氏、紫峰陳氏，尤其較著者也。虛齋之學，篤守程朱，《經書講義》、《蒙引》尤為學者所宗，《存疑》、《淺說》相繼出，遂與並峙一時。次崖蓋私淑虛齋者，紫峰則虛齋之高第弟子也。自宋元諸儒以後，言講義者，必推三家。……先生之解經也，探羲文周孔之精意，而出以淺易之辭語，必求其可據，不涉於影響，亦不務為艱深，使讀者了然於文義之間，而體玩服行，庶乎可以歷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俾是書得與《蒙引》、《存疑》並垂不朽，且使天下知我閩學之精且詳如此，有志者亦可以奮然興矣。[footnoteRef:7] [7:  清・蔡世遠撰〈原序〉，見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年1月），頁8-9。] 

卻直指陳琛為閩學宗風所在，可以矯陽明末流之偏，地位實可不朽，尤其指出「淺易之辭語，……而體玩服行，庶乎可以歷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闡明經旨而及於世道人心的指引，關乎立身行事之則，皆是理學要義所在，成就不可掩。顯然陽明心學之外，明代似乎尚有宗朱一系，延續日用體證工夫，標心體操持心得[footnoteRef:8]，成為進退行止依歸，卓有成績。前人對於明代閩學當中已有留意，但深入討論陳琛並不多[footnoteRef:9]，陳琛似乎尚末進入理學視域當中，《四書淺說》也還未有相應分析成果，不免於明代儒學發展缺乏完整的了解，本文嘗試回歸《四書淺說》進行「體玩服行」考察，補充失落環節，期以突破局限所在。 [8:  鍾彩鈞撰：《明代程朱理學的演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8年12月)〈前言〉中即指出「如果心學代表明代新興的、打破傳統的精神，程朱理學的意義就是想讓新興力量再度接上傳統。」陽明心學與程朱理學是明代儒學兩股力量。頁3。]  [9:  高令印、陳其芳撰：《福建朱子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頁293-312。周天慶撰 《明代閩南四書學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年9月）以蔡清為明代閩南四書學高峰，也列張岳為陽明心學對峙者，但對於陳琛尚未深入觀察。頁124、241。目前所見為宋野草撰 〈陳琛哲學思想初探〉，《商丘師範學院學報》第35卷7期（2019年7月），頁43-47。翁梯敏撰 〈陳紫峰與朱熹理學〉，收入黎昕編 《閩學研究十年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頁191-196。討論尚未深入。] 

二、心體的操持
陳琛承蔡清而得傳閩學宗朱一脈，宗朱主張，深有閩學鄉里認同情感，以朱熹集北宋儒學之大成，過往學者關注中和新舊說發展[footnoteRef:10]，然而對於閩地學者而言，似乎更重視朱熹師承李侗，得傳道南指訣情事，「道南」具有伊洛宗傳應許指標意義[footnoteRef:11]，也更為鄉里學人津津樂道。按：李侗所傳內容，重點在於回歸於經旨掌握、體認聖賢氣象，以及靜坐存養工夫。[footnoteRef:12]重視經典的研讀，以及切身體證，從而有企盼聖人的想望，形成閩學篤厚特質所在，尤其以「靜」之功，云：「灑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與心為一，庶幾灑落爾。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常只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footnoteRef:13]從灑落得見氣象，在持守之間，漸漸融釋，達到理與心為一境界。相較於靜坐，展現自我覺察超越的感受[footnoteRef:14]，朱熹於紹興三十年庚辰（1160）五月八日書云：「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footnoteRef:15]養心求其灑落，持守求其融釋，形成以「靜」之為用的工夫[footnoteRef:16]，朱熹日後有融「靜」於「敬」的主張[footnoteRef:17]，而蔡清則有「靜」歸「虛」的體認[footnoteRef:18]，從靜入手，切己操持，成為一脈相承的線索，相近的體認，陳琛〈靜庵為朱秀才題〉云： [10:  陳來撰：《朱熹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12月），頁106。牟宗三撰 《心體與性體》冊3（臺北：正中書局，1995年12月），頁33。劉述先撰：《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8月），33。]  [11: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25〈龜山學案〉載：「明道甚喜，每言楊君會得最容易。其歸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頁944-947。楊時繼承二程，羅從彥、李侗落實於持守之間，一脈相承，最後由朱熹發揚光大，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39〈豫章學案〉以「一條血路」為稱。頁1277。]  [12:  陳逢源撰：〈「聞之師曰」――朱熹與李侗〉，《孔孟月刊》第52卷5、6期(2014年2月)，頁30-35。]  [13:  朱熹撰：《延平答問．延平李先生師弟子答問》，《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冊13，頁321。]  [14:  史甄陶撰：〈東亞儒家靜坐研究之概況〉，《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8卷2期(2011年12月)，頁352。]  [15:  朱熹撰：《延平答問．延平李先生師弟子答問》，《朱子全書》冊13，頁322。]  [16: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2月）冊4，卷四十〈答何叔京二〉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頁1699。]  [17:  陳逢源撰 〈「道南」與「湖湘」――朱熹義理進程之檢討〉，《「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年10月），頁207。]  [18:  陳逢源撰：〈「靜」與「虛」：蔡清修養工夫之觀察〉，《孔孟學報》第99期（2021年9月），頁190。] 

為學在此心，靜之而勿正。遇靜則欣然，未可言入聖。後儒頗好高，易簡驚俗聽。昔我亦慕元，恍惚捉其影。澹然離言說，幾欲空人境。大道自圓融，稍偏便作病。仰看鳥雲飛，俯察魚川泳。俯仰物何多，一一關吾性。即事厭紛紜，實棄天之命。達人握其樞，靜中觀動定。黑白分毫芒，遇敵期戰勝。屯兵雜居民，按堵不聞競。指麾何從容，到此是真靜。[footnoteRef:19] [19:  明‧陳琛撰：《紫峰陳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6月）集部冊73，卷1〈靜庵為朱秀才題〉，頁516。] 

陳琛以「心」為主體，以「靜」為法門，以靜制動，有此體認，才能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雖然未可言入聖，但欣於所託，體察萬端，才能從容指揮，洞悉毫釐，也才能黑白分明，鳶飛魚躍，自然流行，純然心體操持的感受，發之於歌詠，相較於朱熹在動、靜，已發、未發之間，努力思索，以求心體之和，無疑更為篤定，也更具自信，從義理辨證而及於操持體證，「靜」做為工夫的思考，來自於對於心體的重視，心作為道德本體，學人深有信仰，從而有開闊的思考，陳琛〈隘軒記〉云：
人之一身最微也，而是心之主於身者為最大，日月星辰之照耀，皇王帝霸之鋪舒，陰陽鬼神之盛衰，草木花實之盈悴，自人物之所始，窮天地之所終，與夫區處人物之方，經緯天地之具，靡不有以究其理，而極其所以然，然則人心之大，又豈有外乎哉！有外之心，皆人之自限，而非其本然也。先儒有言，開之恢然見四海，閉之闇然不睹垣牆之裡，心本大而或限於小者，奈何？亦曰：「開之而已耳。」開之而猶未見其大焉，是開之未至也。……蓋恕可以待人而不可以待己，寬可以容義理而不可以容邪穢，彼此轉移而施之得其當，則靈臺湛虛而萬理出矣。[footnoteRef:20] [20:  明‧陳琛撰：《紫峰陳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73，卷8〈隘軒記〉，頁610。] 

身微心大，乃是極為深刻的看法，心做為道德主體，心可以究理，可以極其究竟，心體之大，其大無外，因為經天緯地，全繫乎心，心之為用大矣哉！然而卻因為人畫地自限，心也就有所侷限，心本大而限於小，正是人自己拘執狹隘的結果，重視心體操持由此可見，而期許心之為用，可以恢宏開闊，一如蔡清以「虛」來強化「靜」的看法，確立心體虛靈，可以察覺物理。[footnoteRef:21]事實上，明儒以心為主體可以溯自陳真晟《心學圖說》的思考[footnoteRef:22]，閩學對於心之所在，關注深矣，只是相較於朱熹心統性情結構性思維，明儒轉為心體操持的揣摩，陳琛強調心體的重要性，乃是循此脈絡深化的結果，而力求突破狹隘，更具積極開拓意義，以及由內而及外，由念而及識的作用，心識之開廣，也就有同理共性的開展，也才能確保「靈臺湛虛」的心能夠充具於理，由「理」轉向於「心」，開張心量具有轉念為識的目的，無疑也更有操持效果，以及實務感受，於此思考也展現於《四書淺說》當中，云：「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且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footnoteRef:23]，朱熹尚且言「人之所得乎天」[footnoteRef:24]，指出道德根源所在，陳琛歸之於「心」，焦點更為集中，相對於過往性理分說，明儒歸於實際操持的體驗，更加重視統合概念，云： [21:  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下冊，卷14，〈南京國子祭酒虛齋蔡先生行狀〉云：「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故號虛齋。」頁533。]  [22:  周天慶撰：《明代閩南四書學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年9月）言「陳真晟是明代閩南一帶四書學的開啟者。從現有資料看，其學術觀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以『心』為為學之本源，二是以主敬為工夫，兼及知行等方面，尤關注學術之致用。」頁22。]  [23: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年1月）卷1，頁15。]  [24:  宋・朱熹撰：《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頁3。] 

大抵理有萬殊，惟心是本，學無多歧，治心為要。明德即心也。明明德者，存此心也。新民者，推此心也，而止於至善，則極吾心體用之全，而無纖毫不講之遺恨矣。[footnoteRef:25] [25: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1，頁16。] 

治心為治學之要，「心」既是人可以操持之所在，《大學》三綱領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全然為「心」之體用，「萬殊」歸之於心，更是「理一分殊」架構的大翻轉，如果不能了解其中轉折脈絡，甚至會誤以為是象山心學主張，然而細究淵源即可了解，陳琛乃是以工夫操持目標，循朱學深化的結果，卻更為幽深細膩，「分殊」在於「心」，不僅貼合朱熹「格物」究極深意，也確立閩學重視心體工夫的傳統，《大學》「大學之道」，陳琛云：
古之人心存大公，物無不愛，以明德為眾人所同得，以宇宙內事為一己分內事，而欲明其明德於天下，使眾人皆有以去其舊染之污，而天下皆歸於平也。……欲脩身者，必敬以治內，虛以應物，而先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意有不誠，則心為所累矣！欲正心者，必戒其自欺，求其自慊，而先誠其意，若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知有未至，則真妄錯雜，善惡莫辨，欲誠意者，必推良知之天，以盡此心之量，而知無不致可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實管于人之一心，人心物理相為流通，理有未窮，知必有蔽，欲致知者，又在即事即物窮其所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而使物無不格可也。[footnoteRef:26] [26: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1，頁17。] 

如果從「宇宙內事為一己分內事」所述文字，會以為來自於象山心學宣言[footnoteRef:27]，而「良知之天」主張，又契合陽明標舉的「良知」之教[footnoteRef:28]，然而「人心物理相為流通」的觀察，乃是純乎朱學的理解，顯豁良知為道德之主體乃是人所共知，但於心中求得「心存大公，物無不愛」的良知，則是陳琛所留意的重點，從而有「敬以治內，虛以應物」的主張，「敬」與「虛」乃是閩學心法所在，也是明確掌握日用之間的操持心得，與其以「聞見之知」與「德行之知」來分別，無寧更加強調「良知之天」是由心而及物，又由物而及心的過程，往外求格並不是陷於支離，而是在日用行事當中重新照見心具之理，這種「再現」的情形，證明「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實管于人之一心」的進程，因此日用之間每事、每物皆有喚起提醒心中之理的作用，盡其心量，每個學習皆有意義，從而人心在體證過程當中，知無不至，靈明才能顯豁，閩學以心為身主，以靜為體證的訴求，也就更為明確，《大學》「大學之道」，陳琛云： [27:  宋‧陸九淵撰，明・王宗沐編：《陸象山全集》（臺北：世界書局，1959年）卷36，頁316-317。]  [28:  明・王守仁撰：《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傳習錄中・答歐陽崇一》，頁71-74。] 

蓋身以心為主，心以身為役，心既靜矣，則隨吾身之所處，自不覺其從容而閒暇，安舒而順適。固未有內境騷然，而在外得以晏然無事者，亦未有主帥清寧休息，而為之卒徒者反驚擾而馳矣。精詳出於閒暇之餘，錯謬起於造次之頃，必無物而後能觀物，必省事而後能應事。蓋事物之來，紛紜轇轕而吾在倉皇忙迫之中，以麄心泘氣與之相酬酢，則向以求通於會，審著於微哉？[footnoteRef:29] [29: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1，頁16。] 

不同於「已發」、「未發」的分判，陳琛以「無物」、「省事」展現對於心體「靜」的觀察，更直觀也更符合一般人經驗，以舉例而言，也契合人情世故的了解，心唯有靜，才能從容順適，才可以會通審微。凡此並不僅是經文疏解而已，而是落實在出處進退之際，表現在審時度勢的思考當中，成為一生行事依歸[footnoteRef:30]，而於心體操持也就是落實工夫的結果，因此對於朱熹「格致補傳」，陳琛認為於此用力之地，如果不用其功，則是如醉不醒，如夢未覺，因此不可或缺，朱熹補作之舉，獲得陳琛全然的贊成，從而又援取二程加以補充，證成學脈淵源，《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陳琛云： [30:  明‧李光縉：〈陳紫峰先生年譜序〉，見明‧陳敦履、陳敦豫編：《陳紫峰先生年譜》（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收入北京圖書館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44冊，頁340-345。此事乃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調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之事，云：「先生以寡母在堂，年踰七十，加以時事可憂，歸與之嘆，每形諸夢寐。嘗自咏云：『得官更覺貧中味，經事方知靜處功。』又云：『望遠可堪雲隔水，思歸更有日如年。』又云：『白髮愁邊爭出早，青山夢裡欲歸忙。』至是上疏乞改南，臨行張淨峰祖餞崇文門，先生告之曰：『北風雨雪之詩，吾兄得無意乎？』未幾武宗將南巡，淨峰以諫被杖繫獄，迺乃嘆曰：『紫峰其真知幾者耶！』」頁380-381。] 

故二程子始為之說，以開聖學之源。閒嘗竊取程子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推極吾心之知，在乎窮至事物之理也，何則?人心之靈，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莫不有知也。天下之物，必有所當然與所以然，莫不有理也。知在心而實周于物理，理在物而實具于心，惟于物之理有未窮，故吾心之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之初，必使學者自一身以至于萬事，莫不因吾心本然所知之理，而益加學問思辨之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于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以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至于積累既多之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理不惟有以包括其大槩，而其節目條件亦洞然而無餘，不惟有以察識其易見，而其委曲細微亦瞭然，而皆盡夫人心物理相為流通也。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則萬殊一本而吾心之體之全者，有以極其全一本萬殊，而吾心之用之大者有以充其大，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footnoteRef:31] [31:  明‧陳琛撰 《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1，頁22。] 

朱熹「格致補傳」主要有「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功程」與「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三項重點[footnoteRef:32]，檢覈所及，乃是歸納二程意見十七條材料而來[footnoteRef:33]，陳琛循其脈絡，梳理朱熹補傳重點而歸之於心，格物乃是推極吾心之知的工夫，知在心而周於物理，理在物而具於心，從而人心物理相為流通，原本理一分殊的主張，轉化為一本萬殊的看法，而一本即為心，心既是本之所在，也是工夫所在，而最具意義的是以「流通」的概念，來說明理在於心與物的關係，格物是心在物中得見理於心的存在，貫通心物，使吾心之體可以極其全，用可以極其大，不僅澄清以往格物乃是求之於外的誤解，也就理之流通，心之體用，乃至於從二程而至朱熹開示聖學之源的用意，明白揭示，從而對於心體狀況也就更為明晰。《大學》「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陳琛云： [32:  宋・朱熹撰 黃珅校點：《大學或問》，《四書或問》（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頁524-526。]  [33:  版本不同，文字稍有差異，按覈結果：第一項兩條，分別為宋・朱熹編，宋・程顥、程頤原撰《二程全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6月）》卷19，頁143、卷19，頁144，皆為伊川語。第二項朱熹言為十條，其實是九條，分別為卷19，頁145，伊川語、卷18，頁140，伊川語、卷2，頁54，二先生語、卷16，頁124，伊川語、卷16，頁124，伊川語、卷19，頁158，伊川語、卷19，頁148，伊川語、卷8，頁87，二先生語、卷18，頁136，伊川語。第三項有五條，分別為卷24，頁206，伊川語、卷4，頁69，伊川語、卷19，頁145，伊川語、卷31，頁269，伊川語、卷28，頁232，伊川語。其中二先生語僅有二條，其餘皆是伊川語，只是卷16列為「伊川先生語」，但〈朱晦翁編輯遺書目錄〉下注云：「或云明道先生語」，頁12。輯錄愈多，愈難分判，釐清明道、伊川並不容易，但覈其所出，朱熹言有所據，於此可證。] 

惟方寸之間有欲而未靜，本原之地無主而不虛，……心者身之主也，苟得其正而無所偏倚，則百體從令，各供其事而無不合於理者矣，如其不正，則身在于此，而心馳于彼，有所忿懥，則心馳于忿懥；有所恐懼，則心馳于恐懼；有所好樂，則心馳于好樂。憂患血肉之軀，無所管攝，故目雖司視也，心既不存則視而不見；耳雖司聽也，心既不存則聽之而不聞；食雖在于口也，心既不存則食而不知其味，推而至于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將無一得其理者矣。身之不脩，孰甚于此夫。[footnoteRef:34] [34: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1，頁24。] 

方寸之間，唯求「靜」與「虛」，乃是傳承自蔡清的心法，而以「心」為「身」主的見解，則又是始終堅持的主張，從一本萬殊到心為身主，陳琛具有完整的心體修養立場，而心之所在，理才能得現，身才能得修，儒家修養遂有清晰論述脈絡，而人心之所同，正是理學最為可貴之處，也是理學成立的關鍵，陳琛從中得見「心」乃人之所同，《大學》「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陳琛云：
君子處物必度之以心，蓋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于人。……蓋德者絜矩之本也，苟德有未謹，則理有未明，心有未正也。理有未明，則無以通天下之志，安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心有未正，則無以勝一己之私，安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footnoteRef:35] [35: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1，頁29。] 

從「心」推之，遂能通天下之志，於是由心而及德，遂能從「內聖」而及於「外王」，「絜矩」正是「心」之操持的另一種運用方式，也是「理」在物，而具於「心」的證明，從而得見陳琛對於儒學體系的了解，以及延續朱熹、蔡清思考的成果。
然而「心」之所同，如何落實於修養，而「心」又如何可以鑑照萬端，於微危之際，幽隱之間，在心體的「流通」當中，建立清晰的察識工夫，自然成為重要思考方向，陳琛因此對於心與物接有更深入的描繪，《中庸》「天命之謂性」章，陳琛云：
蓋時之方靜，事物未接，念慮未萌，然所以處事應物之理，畢具于寂然不動之中，所謂體用一源也，於此而不知所以養之，必有私意間發，以至昏昧放逸，境雖靜而心決不靜也，否則塊然無覺，以流于枯槁寂滅，故必主宰嚴肅，使常惺惺，則道之體立矣。及事物接而念慮萌，雖曰心曲甚隱，一念甚微，人所不知也。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當此之時，心意未注於事，為精神未運於酬酢，是己所獨知之地，尤為著見明顯也。故必審察于機微之際，以遏絕夫私欲之萌，而擴充夫義理之發，則道之用行矣。[footnoteRef:36] [36: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2，頁34-35。] 

對於心接於物的歷程，分析至密，從靜而念慮未萌，體用一源階段，到嚴肅主宰，常惺惺以立道體，又及事物接而念慮萌發，審察機微，遏絕私欲，而得以擴充義理，於是心體從「涵養」而至「察識」的作用也就清楚瞭然，層層進行心體作用的觀察，也進行操持重點的提點，最後期許可以內達其中和，而外與天地同德，從而得見渾然一體，貫通天人的德道境界，由天及心，由心及用，心體全幅展開，獲得宋代理學的正解，《中庸》「天命之謂性」章，陳琛云：
夫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故人心自關乎造化，而有感皆通，至誠可貫乎金石，而無物不動。學者但患中和有未致耳，能致中，則吾之心正矣；能致和，則吾之氣順矣。由是以中感中，而天地之心亦正；和召和，而天地之氣亦順，天地其有不位，萬物其有不育者乎？但見日月焉與吾同心同其光明，山川焉與吾同心同其靜定，草夭木喬與吾同心同其欣融，鳶飛魚躍與吾心同其活潑，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囿天地為一家，合中國為一人，寧有傷生賊性，自棄于吾心中和之外者乎！德至於是，斯可謂至德矣；人至於是，斯可謂全人矣！學者其可不以是為標的，而密夫存養省察之功，以求至於是而後已乎！合而觀之，性道教者，道也；戒懼慎獨者，體道之功也。位天地、育萬物者，體道之效也。夫有是道理，則當有是工夫；既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矣[footnoteRef:37] [37: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2，頁35-36。] 

從天地當中尋求人自處的價價與自覺，是北宋儒者所開示之宏規，也是宋明理學最可貴的先期命題，從「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的體悟，才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覺悟[footnoteRef:38]，而陳琛得出人心關造化，有感皆通，至誠可貫金石的觀察，於是在「流通」的概念中，心體中和與天地同氣，密夫存養省察工夫，也就可以達致全人全德之境，性道教一體，工夫所在，道體之功效，可以全然朗現，道理、工夫、效驗，糾葛萬端，後世儒者各有揣想，然而境界所在，關乎儒學宏大規模，陳琛歸於心體操持當中，完成清晰的詮釋架構，則又可見縝密的思考，《中庸》「《詩》云：『衣錦尚絅』」章，陳琛云： [38:  宋・張載撰：《正蒙・亁稱篇第十七》，收入章錫琛點校：《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頁62。] 

可見德愈深，則化愈廣，是故君子繇存省而造其極，該動靜而一于敬，舉一心之中，固無一念之不敬，舉一念之中，亦無一毫之不敬焉，而與神明俱動焉，而與造化游。蓋純乎天理之充，而絕無人欲之間也，篤恭如此，此所謂惟德不顯者也，繇是敬德薰蒸，誠意感召，百姓遍乎爾德，萬邦於是乎作孚而天下平矣。[footnoteRef:39] [39: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2，頁71。] 

君子操持心體存省工夫，一以敬為事，誠意昭著，天理充盈，遂能天下平，由內聖而外王，完整的儒學構畫，展現陳琛從心而出的自信與自覺，心為道德主體，也是操持工夫之所在，理在物而具於心，從而在「流通」理解當中，對於朱熹「理」之存有現象，也就有更清楚的了解。[footnoteRef:40] [40:  針對朱熹之「理」是「所以然之理是由對於存在之然作存有論的解析推證而得，不是就道德實踐之所以可能逆覺而得，故自始即定死者。在此直接推證中，無法加上心義與神義。是以實體必成『只存有而不活動』者，是即喪失其創生義。」參見牟宗三撰 《心體與性體》，頁479。然而於此分析，日・藤井倫明撰：《朱熹思想結構探索――以「理」為考察中心》（臺北：臺大出版社，2011年2月）即從「理」的考察當中，得見「對朱熹而言，『理』並不是從外在『靜態式』地控制萬事、萬物的存在，而是從內在『動態式』地開展、展現自我的存在。」見〈序言〉，頁2。相較之下，陳琛所見的朱學內涵，更相近於藤井倫明。] 

三、學之所在
陳琛延續閩學「靜」、「虛」之傳統，心體乃是承天與物接之所在，也是工夫著力關鍵，從而可施用於日用之間，保有「敬」、「謹」的態度，具備「常惺惺」的自覺，以確保存養省察之落實。對於心體活動的描繪，以及操持心得的分享，乃是對於朱熹義理理解的成果，從而心在「虛」的認知下，可以從表裡粗精無不到，事理貫通無不宜，遂有操持工夫的需求，而「格物」正是學者最初用力之處，對於「學」的核心要義，乃是從顯豁心體之理的角度而言，又可見義理銜接的思考，《論語・學而篇》「學而時習之」章，陳琛云：
天命之性皆同，氣質之性有異，故覺有先後，而後覺者不可以不學。學也者，效先覺以致知力行，變其異而反其同也。然所學不熟，則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故既學而又必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熟則自然有得，至理融通，真味泛濫，向厭其煩且雜，今則見其約而易；向苦其勞且拘，今則見其舒而適，殆必學之而不厭，好之而不倦，已知矣而必益求其知，已能矣而必益求其能，雖欲已而不能自已是也，是之謂悅。學而至於悅，必無半塗而廢之患，而可造於能盡其性之域矣。然學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既有以成己，則自然及物，有朋自遠方來，亦將以我為先覺，而資我之所知所能者以為學，吾德不孤，斯道有傳，以天下之公理，而公之於天下，而無獨為君子之恥；以眾人之所同得，而大同於眾人，以遂吾成物濟世之心，其樂為何如哉？學而至於樂，亦足以見其德之成，而可謂之君子矣。[footnoteRef:41] [41: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3，頁72。] 

相較於過往討論「學」的內容，分析「學」的方式[footnoteRef:42]，陳琛回歸於天命人性當中，標舉君子為目標，學為君子之學，乃是延續朱熹「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者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說法而來[footnoteRef:43]，以「效」言「學」，從知落實於行，凸顯濡潤於身的體悟，從而釐清學並非「記憶」的多寡，而是有從「知識」而達於身心投入的信仰，朱熹詮釋之精彩，不僅深化儒者為學內涵，也擴展儒學規模，陳琛循此思考，從「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同與不同，取代「性善」的說法，變化氣質的主張，並不是否定性善的價值，而是強調心體全面的提升，「後覺」與「先覺」的說法，「知」與「行」並進的主張，展現更為開闊的為學進路，關心的不僅是道德本體的存有，更有以天下之公理，公之於天下的誓願，成物濟世之志，斯道有傳之念，思考更為深邃，體系更為宏大，重點不是道德心的朗現而已，而是要有與民同覺的願景，學並非知識的獲取而已，更要有行事體證的落實，心體操持之下，學之內涵，更為清楚明白，《論語・學而篇》「吾日三省吾身」章，陳琛云： [42: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 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85年12月）卷1〈學而篇〉「學而時習之」章，注云：「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懌。」疏云：「學者而能以時誦習其經業，使無廢落，不亦說懌乎。」頁5。顯然誦習與經業是傳統的解釋。]  [43:  宋・朱熹撰：《論語集注》卷1〈學而篇〉，《四書章句集注》，頁47。] 

[bookmark: _Hlk108505120][bookmark: _Hlk108504980]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蓋無所不用其省也。想其於他事皆已當其心，而獨於三事自覺有未知者，故謂夫吾日三省吾身，三省維何？為人謀不若自為謀，非忠也，我故為人謀，則省其或有不忠乎？外相友而內不相孚，非信也，我與朋友交則省其或有不信乎？立志不堅，信道不篤，傳之於師，多因循苟且而不能習之於己，我則省其所傳者，容或有所未習乎？吾以此三者日省其身，若果有之，則身為所累，而不敢不速改也。若果無之，則心得所安，而不敢不加勉也。一日之間，兢兢業業，曷嘗有須臾寧乎！曾子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蓋不專心，則學而無成，不著己，則勞而無益，此學之所以貴於誠切，而曾子之所以為善學也。抑斯言也，其在聞一貫之前乎？種植方勤，而時雨未至乎？若源頭一開，則中流自在，無事推移之力矣。[footnoteRef:44] [44: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3，頁73-74。] 

[bookmark: _Hlk109376522]陳琛認為曾子隨事精察力行，乃是循宋儒重視曾子傳學地位的判斷結果[footnoteRef:45]，時時省察，皆已當其心，包括「忠」、「信」屬於德目，「傳習」屬於知識，同歸於「學」當中，對於曾子一日三省吾身的詮釋，乃是將其置於「學」的範疇當中，必須理解在心體脈絡下，所謂之「學」貴在誠切，因為「不專心，則學而無成，不著己，則勞而無益」，所展現是切己操持的態度，唯有切身而求，回歸於己，才是為學真締，從而得見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由人心而及於天理，兢兢業業，始終如一的學習，陳琛並且推測此時尚在孔子傳以「吾道一以貫之」之前[footnoteRef:46]，可以據此推想曾子蓄積既久，待孔子指引之後，如同時雨遽至，終於可以自在中流，證以朱熹〈觀書有感〉云：「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footnoteRef:47]曾子為學歷程，遂有可以觀察的線索，《論語・里仁篇》「吾道一以貫之」章，陳琛云： [45:  陳逢源撰：〈朱熹論孔門弟子──以四書章句集注徵引為範圍〉，《文與哲》第八期（2006年6月），頁285。]  [46:  宋・朱熹撰：《論語集注》卷2〈里仁篇〉，《四書章句集注》，頁72。]  [47:  宋・朱熹撰 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冊1，卷2〈觀書有感二首〉之二，頁73。] 

曾子學將有得，夫子呼其名而告之曰：「天下道理自有大本原，君子為學，當知所歸縮，彼事物在天下，千變萬化，其機不一，而其理之具於吾心者，則至一也。吾惟隨其事之來，而一以貫之，則隨事隨宜，固不待事事物物安排布置，而自無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所者，一者心也，道之體也，一以貫之，則心發於事而為道之用也，吾道如此而已。爾惟反而求之於心，則道固即此而在，而無事於他求矣。」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一聞夫子之言，即脫然有悟，而速應之曰「唯」，蓋其真積力久之餘，已造極于融貫會通之境，如將見而未深入耳。至此則身到其中，而四門洞開，八窻玲瓏，鳶飛魚躍，皆在左右。向見其汙漫浩博，而今則見其簡易要約，而無不包括矣；向其見彫刻辛苦，而今則見其從容閒暇，而不甚費力矣，曾子悟道之妙蓋如此。[footnoteRef:48] [48: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3，頁94-95。] 

對於孔子「吾道一以貫之」的陳述，既是了解孔子學術關鍵，也是曾子傳學地位的證明[footnoteRef:49]，陳琛以個人體會，闡釋其中細節，詳加剖析，說明天下之事，千變萬化，然而理之具於心者，則為一矣，因此隨其事之來，一以貫之的意思，是以道體之心，以應天地事事物物，前者為道之體，後者為道之用，而心之為一，成為以應萬物的依據，所以「反而求之於心，則道固即此而在」，成為學習的重點，也是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的目標，從而最終在孔子指引之下，可以獲得道體於心的結果，從而可見所謂一貫即是「心」，「心」即是為學歸宿，乃是天地事物皆得其所之所在，只是相較於此，對於原本「忠恕」一貫的說法，也就有不同的理解，《論語・里仁篇》「吾道一以貫之」章，陳琛云： [49:  宋・朱熹撰：《論語集注》卷8〈衛靈公篇〉云：「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眾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論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四書章句集注》，頁161-162。其中辨證多，涉及孔門系譜分析，參陳逢源撰 〈朱熹《論語集注》孔門系譜分析――以子夏、子貢、顏淵、曾子為考察範圍〉，明道大學國學研究所暨中國文學系、中國經學研究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辦「第九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彰化：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系，2015年4月，頁24-26。] 

[bookmark: _Hlk108599320]及夫子出，門人問曰：「一貫之旨，何謂也？」曾子以一貫則學者之所未及而難言，而忠恕則學者之所當為而易曉，故借以明之，曰：「夫子一貫之道，即忠恕而已矣。」蓋盡此理於心，而無一毫虧欠之謂忠；推此理於事而無一物乖戾之謂恕。以忠為恕，而變化有萬，其即夫子之一貫乎萬，而為小德之川流也；緣恕求忠，而渾淪惟一，其即夫子之萬原於一，而為大德之敦化也。無忠則恕不行，無一則萬不貫，忠恕之相為體用，與一貫之相為體用，其理豈有異乎！知學者之忠恕，則知夫子之一貫矣。雖然忠待於盡，恕假於推，而一貫則渾然一理，泛應曲當，無待於盡，而推其生熟安勉，固有不可得而同者。若論其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則忠恕實無以異於一貫，一貫即自然之忠恕，忠恕即勉然之一貫也。曾子借彼明此，亦可見其深悟一貫之旨，而善於發明奧義者。或者恐忠恕之卑乎一貫，乃謂是忠恕，亦當以自然者言，殆非曾子開示門人之本意。且既謂之忠恕，則非自然，而其相為體用之同於一貫，自不足以累一貫之自然而卑之也，尚何疑哉！[footnoteRef:50] [50: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3，頁95。] 

從而得見曾子承孔子之問的回答，與回應門人的說法，存在不同的層次，「忠恕」德目所代表是不得已、取其方便的階漸說法，所謂「盡此理於心，而無一毫虧欠之謂忠；推此理於事而無一物乖戾之謂恕」，理貫通於心與物，而「心」為其操持關鍵，盡則為忠，推則為恕，努力之際，可以發覺由內及外，以理融通的一貫之旨，從而在學者所行德目當中，留下義理思考的伏筆，提醒心為一貫之所在，陳琛創發的闡釋，提供孔子因材施教，隨機點撥極富形象的指引，學者為學之究竟，所謂自然和洽的體驗，提供理解的方向，從而德目內涵的了解，進而有超越層次的思考，比較朱熹《論語集注》云：「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孝。」[footnoteRef:51]陳琛改「己」為「心」，乃是更深一層的說法，但詮釋方向並無不同，而朱注引程子四段文字，云： [51:  宋・朱熹撰：《論語集注》卷2〈里仁篇〉，《四書章句集注》，頁72。]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footnoteRef:52] [52:  宋・朱熹撰：《論語集注》卷2〈里仁篇〉，《四書章句集注》，頁72-73。] 

對於忠恕的義理內涵討論多矣，陳琛從中得見孔子對曾子的指引，以及曾子適切轉語的提醒，分別之說，卻能相互證成，從而確立下學上達，以一貫萬的進路，於此可見儒門義理之深刻，以及孔門傳學的活潑，而程、朱思索內容，開啟陳琛再現孔門傳法的場景的想像，從而儒者為學究竟，才有更為清楚的了解，循此不僅得見為學線索，心體操持意義，更可見陳琛詮釋的細膩深刻，以及閩學強調為學的特色，而學乃是心與理的聯結，也於相關詮釋當中得其印證，《論語・為政篇》「學而不思」章，陳琛云：
身履其事之謂學，心求其理之謂思。學而思則事得其理，而心有所見以為明。徒學而不思，則所學者事為粗迹耳，故昏而無得；思而學，則理體於事，而身有所據以為安。徒思而不學，則所思者無實之虛見耳，故危而不安，此可見學與思二者，不可偏廢，偏廢則各有其弊也。[footnoteRef:53] [53: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3，頁82。] 

相對於對比學與思內涵，分析其中差異，陳琛聯結身與心／學與思，採取互文詮釋方式，從身履到心求，學不可不身履，也不可不反思，重點在於建構學的不同層次，並非學之外別有思，思其實是學的落實，學與思是促使心得其理的手段，兩者不可偏廢，因此必須留意思是在學的基礎上完成的結果，《論語・衛靈公篇》「吾嘗終日不食」章，陳琛云：
聖人因人有思而不學者，故言此以勉人曰：「天下之理不思，固不能得，徒思亦不能得。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盡夫強探力索之功。然無所持循，不免危殆而不安，無所依據，不免虛見而無實，而卒無所得。不如好古敏求，遜志時敏，而盡夫致知力行之功，將見深造之餘，自有自得之妙，真積力久，自有貫通之機而自有所得也。」[footnoteRef:54] [54: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6，頁182。] 

脫離學之思，其實是虛見無得，危殆不安，聖人在學與思之間的補充，更能證明學與思相加相乘，不可偏廢，而學為思之基礎，更是不可不注意之處。儒者重學，但學不是外逐知識，更有返求諸己，心得其理的結果，唯有心得其理，身踐其實，才能避免德與知的分歧，也才能真實反映孔門傳學內涵，從而也再次確認閩學「理一分殊」架構下重視為學的要義所在，《論語・衛靈公篇》「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章，陳琛云：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曰：「賜也，女以予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知者為一一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對曰：「天下之理，散於事物，非學固不能知，夫子是多學而識之者也。」然事物之理無窮，聞見之知有限，徒多學恐不能一一而周知之也。夫子殆非多學而識之者也，其中必有要妙之法，而未肯輕以語人者。子貢方信恐疑，蓋其積學功至，將有所得也，故夫子告之曰：「吾非多學而識之者也，蓋天下之理，其用之殊，則散於事物；其本之一，則具於吾心。吾惟據吾心之一理，以該貫乎天下之物，惟無所感也，感而遂通矣；惟無所觸也，觸處洞然矣！則無一理之或遺，無一物之不知也。奚事於多學而識之乎！女其可不從容涵泳以俟豁然貫通，則天下之理，皆不外乎吾心而得矣。[footnoteRef:55] [55: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6，頁177。] 

從孔子對子貢的指引，一方面得見孔子多學而識，另一方面又可見多學而識並非孔子學術究竟[footnoteRef:56]，由學而及思，又由思而及心，多學而識是基礎，必須掌握分殊之理，然而事理無窮，其本之一，則具於吾心，以吾心之理以該貫天下之物，積累既多，豁然開朗，才是真實究竟，才是儒門一本之教，無學不足以成就，只有學也無法成就，必須由學而進，由分殊以見理一，具有修養進程的理解，以及回歸於心體為虛的操持覺悟，學須在得見心理前提下成立，正是陳琛堅持的法門，只是「無所感也，感而遂通」、「無所觸也，觸處洞然」說明缺乏實感，必須參酌另一說明，《論語・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章，陳琛云： [56:  林遠澤撰：《儒家後習俗責倫理學的理念》（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年4月）言「透過知言而得的普遍法則，是在人我互動中所確立的；而透過知禮而得的普遍法則，是透過歷史之真實性表現的徵驗而得的；至於透過知命而得的普遍法則，則顯然是一種『不可得而聞也』的超越肯定。孔子所主張的一貫之道，必須能貫串人我互動、歷史社群的真實文化表現與超驗世界這三個截然不同的存在領域。」即以知命、知禮與知言一貫過程，為人類行為規範普遍合法性奠定基礎。頁118-119。展現孔子在人倫、歷史、天地之間，深究著力進程。] 

事各有當然之理，而心則為眾理之會。然事之感也無常，而心之應也貴虛，故君子於天下之事，不敢萌一己之私，執一偏之見，而曰：「此事吾必如是而為之，此事吾必不如是而為之也；惟據其事之理而酌以吾之心，理當如是而為則為之，理不當如是而為則不為之，吾何與於其間哉？」[footnoteRef:57] [57: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3，頁93。] 

學是促成心與理會的結果，感物以心，既無私意，也無偏見，唯有虛以應物，順理而行，才能真正得其究竟。學必須回歸於心體操持，而心體操持又能應事無遺，儒學一本之教，聯結心體與為學，不僅是成己之學，也是應世之方，宏大規模由此可見。陳琛標舉心體為虛的主張，始終無改，而歸之於朱熹，《孟子・盡心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章，陳琛云：
朱子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無不劃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為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有限量也。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于夫子之言是也；其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啟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footnoteRef:58] [58: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12，頁358。] 

陳琛循四書義理之觀察，以朱熹心之體用觀，建構全然應物處世的了解，於是窮理之學，貫通心物，從已知到未知，安身立命，皆能得其所哉！學是在心體修養的操作中完成。
四、聖賢之所傳
陳琛《四書淺說》說解四書完整本文，從分析字義到揣摩文意，融朱注於說解當中，純然講解經文形態，成為新的詮釋體例，然而卻未分析朱熹〈大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固然減省篇幅，可以有助於學子研讀，但對於孔門心法的聯結，乃至於傳續道統的志懷，也就無法有相應的討論，如此安排，未見說明，而陳琛〈與雪松柴仲和書〉云：
道未易言也，今庸夫俗子作小小文章，亦言及道，令人輕厭。道豈可厭哉？以其不知道而易言之，近於洩耳。區區能由道而不能談道，知慕古人行止，而不服古人衣冠。……愚見欲於文中，掃盡道學、心學、古學等字，而於人事時俗中，微見古道當行之意。[footnoteRef:59] [59:  明‧陳琛撰：《紫峰陳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73，卷9〈與雪松紫仲和書〉，頁619。] 

避免名目爭議，刻意減少道學、心學、古學說法，而回歸於人事時俗當中，得見道之當行，所言雖是撰寫〈朱文公祠堂記〉心得[footnoteRef:60]，卻也可以推究四書研讀心態，必須突破淺近文字，才能有相應的了解，而所謂「心學」是否為陽明心學，尚待分判考察，但道學、心學、古學發展，與宋、明、清學術進程有奇妙的巧合，陳琛對於學術深有反省，乃是實然可見，避免概念纏繞，虛做工夫的作法，以淺近之言，證明道之不可易，唯求實有其事的感動，才有真實體證的思考，特別詮釋形態，乃是有意為之，而相對朱熹建構聖賢相傳系譜，從理一分殊架構建立聖人氣象的想望，仍是陳琛關注焦點，《中庸》「仲尼祖述堯舜」章，陳琛云： [60:  明‧陳琛撰：《紫峰陳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73，卷9〈朱文公祠堂記〉，頁605。] 

承上數章言天道人道之事盡矣，於此復以仲尼之事終之，以見中庸之道，盡於群聖人而集其大成於夫子也。意謂精一執中，道實始於堯舜，仲尼則遠而祖述其道，謨烈啟後；法莫備於文武，仲尼則近而憲章其法；天時有自然之運也，仲尼則隨時變易，而上律乎天時；水土有一定之理也，仲尼則隨處皆安而下襲乎水土。夫堯舜文武，天時水土，皆道之所在也。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是於天下之理，巨細精粗，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而自始至終，無頃刻之間斷矣。……此天地所以為大也，聖人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當何以異於是哉？[footnoteRef:61] [61: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2，頁66-67。] 

儒學由天道而及於人事，乃是一貫之學，然而相對於規模宏大，強調道德的形上價值，認為我與聖人同得天地之理，陳琛循蔡清思考，既重視理之存在，同時也重視聖人與經典的存在。[footnoteRef:62]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其大成，以啟後人，既是先覺覺後覺，也是後學得以追繼而大明心德的依據，相同道理，對於經典的價值態度亦然，《論語・泰伯篇》「興於《詩》」章，陳琛云： [62:  明‧蔡清撰 莊煦編：《四書蒙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卷4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萬古一理，千聖一心，所謂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故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頁146。卷12云：「聖賢道理只是一貫，且如東海有君子出焉，得一部《大學》而深造實踐之，固成箇聖人也；西海有君子出焉，得一部《中庸》而深造實踐之，亦成箇聖人也；又南海有君子出焉，得一部《論語》而深造實踐之，亦能成箇聖人也；又北海有君子出焉，得一部《孟子》而深造實踐之，亦能成箇聖人也。而究竟東海與西海之聖人，其道若合符節之合而無毫髮之異也；南海與北海之聖人，其道亦必若合符節之合而無毫髮之異也，是皆不期同而自同者也，此無他，至約之地一也。」頁581。] 

夫天命之性，惟善而已，形氣有欲，故惡與智長，而人之所以為心者雜矣。必有學焉以維持保養此心，然後去惡復善，而天命之在我者，始純一而完備。然學者所得自有先後淺深，而其得之於學者，又皆各有所在，是故其始之興也，必得於《詩》。蓋《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興也，必於是而得之，興固以《詩》矣。其中之立也，必得於禮，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求，故學者之立也，必於禮而得之，立固以禮矣。其終之成也，必得於樂，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成也，必於是而得之。此可見《詩》、禮、樂之有益於人，而人不可以不知學也。大抵學無別法，惟是養心，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故曰：「天下無心外之理，學者無心外之學。」[footnoteRef:63] [63: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4，頁130。] 

《詩》、禮、樂有助於人養其性情，學者不可不學的原因，正是用以維持保養此心，對於理的重視，不僅強調天地之性的存在，更用以思考天命之性如何興、立、成的結果，操持體證的前提下，既有心體的強調，也有對於聖人與經典的重視，反映閩學由心立學，以學見心的特色，以及尊崇聖人的一貫立場。《孟子・離婁下》「博學而詳說之」章，陳琛云：
《詩》《書》六藝之文，備載三才萬物之理，君子朝讀暮誦而博學夫文，慎思明辦而詳說其理，非欲以誇多而闘靡也。蓋一本散於萬殊，萬殊原於一本，必於萬者有以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則於一者乃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故博學而詳說之者，正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約自博中來也，若積累不多，何由而融會；聞見孤陋，何由而貫通，必融會貫通，方可言約也。[footnoteRef:64] [64: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9，頁300。] 

於此揭示六經作用，標舉學者為學方向。事實上，從李侗指引朱熹伊始，就是熟讀聖人經典，體認聖人氣象，從而才有儒、佛分判的學術轉向[footnoteRef:65]，而學子應舉也有熟讀經典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在理一分殊架構下，六藝之文出於聖人，備載天地萬物之理，博學、慎思、明辨皆有助於彰顯理的體認，既然從萬殊歸於一本，研讀經典，也才有融會貫通的基礎，讀書既是學子不可閃躲本分，也是君子無可推卻的職責，經典在心達其理的目標下，作用更為清楚明朗。同樣道理，聖賢有相同之心，《孟子・離婁下》「禹稷當平世」章，陳琛云： [65:  宋‧朱熹撰：《延平答問．延平李先生師弟子答問》，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3冊，頁310。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04云：「李先生為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賢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頁2620。] 

大抵聖賢之為聖賢，其心無不同，故其事亦當可而無不同也。心無不同者，天下之大本，未發之中也；事當其可者，天下之達道，時中之中也。時中之中，因大本之中而後有也。[footnoteRef:66] [66: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9，頁307。] 

陳琛以聖賢事雖有異，其心無不同，時中之中，出於大本之中，因而可見聖賢其本根之於理，心體狀態成為了解聖賢依據，而執中而行成為聖人應世主張，從而歷數聖聖相承，所傳為心，《論語・堯曰篇》「咨爾舜」章，陳琛云：
昔帝堯將禪位於舜，其戒命之詞曰：「咨爾舜，自古帝王之興，皆受天之命，今天命之傳也，歷數已在爾躬矣。爾於凡事，信能執其中而行之，則天下蒙福，天心永眷矣。若不能執其中，而致四海之困窮，則天祿亦永絕矣。」舜後禪位於禹，亦以此詞命之。禹之後受命而有天下者湯也，昔成湯既放桀，而告諸侯，首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桀實不君，得罪於天，己不敢違天而縱赦。今天下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私乎天下，而蔽天下之賢。惟在於帝心擇而命之耳。……」湯之後受命而有天下者武王也，以武王之事言之，武王克商，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大賚於四海，然於其中，則惟善人，獨加厚焉。武王伐紂，其誓師之辭言「紂之至親雖多，然皆離心離德，不如我周家之多仁人，同心同德之為可恃也。今朕既為天下君矣，則凡天下之百姓，有過者其責皆在予一人也。」……以上文所述帝王之事觀之，大凡為治之道，誠能寬以宅心，則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而民心於我乎愛戴矣！能信以行政，則君不欺其民，民亦不欺其君，而民心於我乎倚仗矣。能自強不息而勵精以圖治，則百姓以之而振舉矣，能無偏無黨而一循乎大公，則百姓以之而悅服矣。帝王為治之道，又孰有過於此。《論語》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以明聖學所傳者一於是而已。[footnoteRef:67] [67: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6，頁205。] 

從堯傳舜戒命之辭，得見天之所命，大之以天下，眾之以百姓，然而執中以行，遂能得民心，《論語》於篇末歷舉聖聖相傳，不論是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辭，乃至於政事施行原則，皆不外乎心，陳琛歸納為治之道，乃是宅心寬厚，平易近民，從仁心而得民心，留意天命人心連繫，於是聖學之所傳，遂有觀察的線索，而孔子繼聖立極，正是因為得見傳道線索，《孟子・公孫丑上》「夫子加齊之卿相」章，陳琛云： 
蓋堯舜以道治天下，夫子則推其道以刪述六經，垂教萬世。夫治在一時者，一時之功，道在萬世者，萬世之功。夫子固不賢於堯舜乎？……聖人之於民，形同性同，亦同一人類也。但聖人能踐其形，能盡其性，雖同乎群類之中，而實高出乎群類之上；雖處乎群萃之內，而實特起乎群萃之表。然自生民以來之聖人，語其事功，未有盛於孔子者也，然則孔子其出類拔萃中之尤者乎！[footnoteRef:68] [68: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8，頁242。] 

對於孔子的尊隆，由此可見，而孔子能承堯舜之道，推而刪述六經，遂有萬世之功，所謂賢於堯舜，所謂出類拔萃，並不是孔子與人不同，而是孔子達致踐其形，盡其性的極致，《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為世子」章，陳琛云：
夫性即道也，道一而已矣，同此人則同此心，同此心則同此道，不以古有而今無，不以聖有而愚嗇也。若曰人性不皆善，而堯舜不易為，則是堯舜一道，眾人又一道也，而天下有二道矣，道豈有二乎？既無二道，則不容二說矣。[footnoteRef:69] [69: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8，頁261。] 

性道一也，歸之人同其心，心同其理，堯舜與人同，從而道之所傳者一也，不、容分別，聖聖相承，道統相繼，循其中道，遂能不失其本。《孟子・盡心下》「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章，陳琛云：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也者中而已矣。惟精惟一，所以執此中也。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聖聖相傳，亦豈有外於此哉！是故精一執中，發之於堯舜，而道統之傳始於此，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其道，若湯則聞而知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其道，若文王則聞而知其道也。由文王而至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其道，若孔子則聞而知其道也。以此觀之，道在聖人，必同時之見者，有以羽翼推廣之於前，然後後世之聞知者，得有所考據以續其不傳之緒也。奈何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方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自鄒至魯，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今日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斯道之傳，蓋深有憂者矣，孟子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己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footnoteRef:70] [70: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12，頁386-387。] 

陳琛雖然未說解朱熹〈大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但道統精神所在，仍於《孟子‧盡心下》篇末揭露，建構惟精惟一，執一以行天下之理的願景，以孟子承孔子傳道之任，深寄後世有以繼之的付託。然而無可諱言，相對於前輩學人對於道統的重視，深掘其中有宋代士大夫志懷[footnoteRef:71]，或是強調孔子與朱熹在道統中的地位[footnoteRef:72]，陳琛顯然少了政治威勢對抗的主張，以及任道而行的願景，然而在心體操持，而及於為學究竟，所強調是涵泳積累的結果，《孟子・盡心上》「孔子登東山」章，陳琛云： [71:  按：余英時先生特別留意朱熹「道統」隱藏「道學」與「道統」兩分的思惟，乃是藉以樹立「道」尊於「勢」的價值，事實上，此一思考乃是源於伊川。余英時撰：《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3年6月）頁42-44。]  [72:  明‧蔡清撰 莊煦編：《四書蒙引》卷3云：「孔子之後，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遂泯，孟子之後，程子繼其絕，至朱子而益明。」頁74。] 

蓋大德敦化，乃小德之所以分；一理渾然，乃萬理之所自出。譬之水惟有源也，故急流不息焉，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則知水之有源也；譬之日月惟有明也，故容光必照焉，觀其容光必照，則知日月之為有明矣。聖道大而有本如此，學之者豈一蹴所可到哉！彼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必循序漸進，日積月累，以至於充實而有光輝之盛，然後可以從容涵泳，俟其自化而達於聖人之域也。[footnoteRef:73] [73:  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卷12，頁366。] 

強調下學上達，階漸而行，學者應該從容涵泳，日積月累，終能達於聖人之境，相較於標舉歷史情懷，更加留意心乃是一理之具，唯有執中之道，循序漸進，終能優入聖域，對於儒學境界所在，陳琛是在修養前提下思考，為學子提供明確可以依據方向，更為務實，也更為謹慎。
五、結論
[bookmark: _Hlk109295980]陳琛《四書淺說》從學者本分入手，以淺近之言，深入義理之實，開啟明清講章學，更以開闊胸襟，務實的態度，建立體證心得，說解當中展現無遺，尤其結合蔡清所傳「虛」、「靜」心法，重視朱熹傳孔子學術地位，強化閩學一脈心體修養的特色[footnoteRef:74]，此一思考，陳琛於嘉靖五年（1526）撰〈朱文公祠記〉云：  [74:  清‧蔡新撰：〈四書淺說序〉云：「惟先生之學與北溪相似，得紫陽之正傳，始遊李木齋、蔡虛齋二先生之門，其學以平易切實自砥礪，而其教亦以平易切實為箴規，毋取乎窮高極遠之為，而深得乎自邇自卑之意。」收入明‧陳琛撰：《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冊6，序，頁11。] 

竊惟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儒之大成，以發明夫孔子者也。學者口誦其書，心惟其義，真實為己，刻苦加功，繭絲牛毛，析之極其精而亂；天高海闊，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斯可以知夫朱子者矣，知朱子則知孔子矣，知孔子則知天，知天則知所以事天，而學者之能事畢矣。而近日士大夫以豪傑自許者，由訓詁以識字，由文章以著名，由科舉以進身。顧乃張大其言，曰：「不談科舉，不習訓詁，不作文章，而後可以言道。」然則文公亦廢此三者乎？顧人之志向何如耳，訓詁所以明義，文章所以達意，而科舉則學成而見諸用也，初何妨於道學哉！滯於字義而不得其會通，溺於文章而不根於道理，逐逐焉以爵祿繫心而不思曰：「吾將以行吾之所學也。」如此則於道為有妨，而於學為無用，而豈聖賢著書立言以教人之本意哉！
[bookmark: _GoBack]前者言孔子、朱熹地位，後者言學者進學究竟，然可以得見陳琛兼取訓詁、文章、科舉進路，而回歸於學者讀書求聖人之道的本分，既不張狂，也不自大，唯求正定心念，端正學風，救正風俗信念始終無改。陳琛《四書淺說》留意心體操持，引導學者回歸於經旨正確了解，正是實踐理念的成果，此一觀點顯然是一生的堅持，而重視心體工夫，《四書淺說》卻無一言談及陽明心學，不免奇怪，然以其撰成時間為武宗正德三年（1508），陽明心學尚在建立之初[footnoteRef:75]，並未提及乃是正常之事，而陳琛循朱熹學術，延續道南學脈，《四書淺說》展現另一種明儒心體操持形態，相對於陽明標舉心體所具之價值，陳琛更重視心體操持工夫，心體形上化與工夫化，饒有對比參考作用，而對於心體工夫的重視，也才有形上化的基礎，梳理文獻，撮舉分析，有如下的觀察： [75:  明・王守仁撰 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33〈年譜一〉「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春，至龍場」條，陽明悟格物致知之旨，頁1228。] 

一、陳琛於弘治十四年（1501）從學蔡清，弘治十六年（1503）始撰《四書淺說》，武宗正德三年（1508）完成《四書淺說》，同年十二月蔡清去世，陳琛《四書淺說》既有從學蔡清心得，也有致敬蔡清用意，更具有延續閩學宗風意義。 
[bookmark: _Hlk109295939]二、陳琛從義理辨證而及於操持體證，以「心」為主體，以「靜」為法門，治心為治學之要，「心」既是人操持之所在，《大學》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三綱領全然為「心」之體用，「萬殊」歸之於心，相較於朱熹努力思索動、靜，已發、未發，明儒無疑更為篤定，也更具自信。
三、陳琛以「流通」概念來說明理在於心與物的情形，理一分殊的主張，轉化為一本萬殊的看法，一本即為心，理在物而具於心，人心物理相為流通，格物即是心在物中得見理於心之存在，得見心與物的貫通，有助於澄清格物乃是求之於外的誤解。
[bookmark: _Hlk109298362]四、 陳琛「知」與「行」並進的主張，學並非知識的獲取而已，更要有行事體證的落實，關心的不僅是道德本體的存有而已，更有以天下之公理，公之於天下的誓願，斯道有傳之念，重點不僅是道德心的朗現而已，而是要有與民同覺的願景，給予學子規模更為宏大的指引。
五、陳琛以聖賢事雖有異，但其心無不同，時中之中，出於大本之中，歷數聖聖相承，所傳為心，執中而行成為聖人應世主張，從而建構惟精惟一，執一以行天下之理的願景，相較於孟子承孔子傳道之任，深寄後世有以繼之的情懷，更加強調從容涵泳，日積月累，終能達於聖人之境，從而為學子提供明確可以依循的方向。
陳琛《四書淺說》對於明清兩代講章之學深有影響，日人佐野公治言其「作為朱子學的註釋書而為人尊崇」[footnoteRef:76]，主要是指科舉用途，然而其心體內涵的深化，修養工夫之思考，乃是純乎閩學一系宗法，大有助於明儒義理多元的觀察，乃是明確可見之事。筆者梳理文獻，撮舉分析，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76:  日‧佐野公治撰 張文朝、莊兵譯：《四書學史的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年11月），頁227。] 



※本篇論文乃是執行科技部「明代四書學中朱學系譜――以蔡清《四書蒙引》、陳琛《四書淺說》、林希元《四書存疑》為核心之考察」計畫所獲得之成果，計畫編號MOST 109-2410-H-004-145-MY3，助理李松駿、吳凱雯同學協助檢覈，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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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琛學述――《四書淺說》中的修養工夫
提要
陳琛，字思獻，號紫峰，學者稱紫峰先生，陳琛師承蔡清，延續「虛」、「靜」心法，成為明儒宗朱一脈重要人物，撰成《四書淺說》以淺近之言，深入義理之實，開啟明清講章之學，極具指標作用。陳琛重視心體內涵的深化，建立體證心得，以「心」為主體，以「流通」概念來說明理在物而具於心，人心物理相為流通，理一分殊的主張，轉化為一本萬殊的觀察，格物是心在物中得見理於心的存在，「知」與「行」並進主張，學並非知識的獲取而已，更要有行事體證的落實，強調不僅道德心的朗現，也要有與民同覺的願景。修養工夫的思考，純乎閩學一系宗法，大有助於明儒義理多元發展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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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ion of Chen Chen's Knowledge——The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in "Four Books and Brief Comments" 
Abstract
　　Chen Chen, courtesy name Sixian, alias Zifeng, is known as Mr. Zifeng by scholars, Chen Chen learned from Cai Qing, continued the "syu(虛)" and " jìng(靜)" mental methods,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lineage of Zhu lineage of Ming Confucianism. To put it in a simple way, to go deep into the truth of the truth, and to open up the study of sermon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as an indicator. Chen Chen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epen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ind and body, establishes the experience of experience, takes "mind" as the main body, and uses the concept of "circulation" to explain that principle exists in matter and is embodied in the mind. As a book of various observations, judging things is the existence of the mind in the mind and the mind. "Knowing" and "doing" go hand in hand. It is advocated that learning is not just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but als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tual evidence, emphasizing that not only The emergence of moral hearts must also have a vision of sharing common sense with the people. The thinking of self-cultivation is purely Minxue and patriarchal, and it greatly contributes to the observation of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Ming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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